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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报告

传统媒体，它们的微信公号及其它新媒体传播平台。比如‘发

哨人’事件，新媒体只是起到了传播的作用，它的生产，是由

传统媒体来完成的。但是新媒体的传播会倒逼主流媒体的舆论

场，对其产生影响。影响包括社会动员和议程设置。行政机构

和管理部门感受到舆论的压力后，无论出于什么动因，都会对

他们的工作做出一定的调整。这一方面是下情上达，另一方面

客观上进行了舆论监督。”

情绪宣泄的出口和汇聚地

“封城”后的武汉充满焦虑和恐慌。武汉各大医院发热门

诊爆棚，有相当一部分原因，确是民众恐慌所致。武汉市作为

湖北省的省会城市，原本医疗资源并不算差，但面对蜂拥而至

的病人，也难以招架。在业界，这有了一个专业名词：“医疗

挤兑”。再多的医疗资源也无济于事。大环境下医务人员和病

患处于高压状态，网络上热传的一些来路不明、真假难辨的文

字视频信息，令人难以招架。

面对铺天盖地、蜂拥而来的信息，普通大众有没有分辨的

能力呢？吴畅畅认为，他们没有核查信息是否真实的义务：“谣

言具有一定的阶层性和代际性。不可否认，谣言有被普遍接受

的、跨阶层的现象，但大多数谣言存在于一个固定的圈层之中。

对普通大众来说，他们没有核查信息是否真实的义务，责任在

新闻媒体。例如疫情期间，以腾讯公司为代表的私营互联网企

业主动承担了新闻核查的责任，但它们是否能承担新闻审核的

责任，我是存疑的。”

与此同时，因为疫情的特殊情况，新媒体也成为了情绪宣

泄的一个重要出口，一味地“堵”有时候事与愿违，反而造成

不良的社会影响。

“这就涉及社会治理的问题，”吴畅畅说，“在这一次新

冠肺炎疫情中，新媒体确实成为情绪传输与导流的一个重要出

口。一月底，武汉和湖北省进行封闭管理，意味着疫情的“紧

急状态”的来临。严格意义上，我们只有在战时状态才看得到

这样的状况。物理空间切断对普通人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憋一周可能还能忍受，长期憋在家里就需要出口，需要情绪管理，

而这个出口只能通过新媒体。这使得某些声音或者观点会在短

时间内更容易激活和放大，也更容易极端化和流瀑化。”

那么，如何来堵和疏？

吴畅畅认为现在的新闻报道需要在宣传主导权和受众心理

之间达成平衡：“比如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天晚上，舆情之所

以会那么汹涌，是媒体人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造成较为强势的

议程设置的效果。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以一种调和式的报道模式，

来降低因为熵值过高造成的不确定心理，以及存在的各种质疑

和问责的心理。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传统媒体，与传统党媒动

员式的救灾美学的传播模式，已经有很大区别。比如‘流产护

士上前线’‘拾荒老人捐钱’这样的报道，在以往，因为体现

一种大爱，一种集体主义而看起来比较“正常”。可是为什么

这一次，其效果适得其反？新闻报道需要在宣传主导权和受众

心理之间达成平衡，疫情期间，很多传统媒体也在努力寻找新

的报道模式，但他们对当下的青少年及中产阶层（包括媒体人

和知识分子）的文化特性、社会心理和情感结构，往往缺乏比

较通透的了解。”

与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的短板不仅仅有传播方式上的问

题，更有观念上的差异。在非常需要新媒体生产公共产品的当下，

传统媒体也要与时俱进，提高公信力和美誉度，以扩大自身的

影响力来应对新媒体时代的发展。

“新媒体主要的目标受众是谁？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和中

产阶层，”吴畅畅说，“他们的人数总体上并不是很多，但是

他们能左右议题。任何公共事件发生，他们倾向于问责和质疑。

当传统媒体还在报道各地医生大爱无疆奔赴疫区的时候，市场

化程度较高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更多关注外地医护人员在当

地的医护资源有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他们的后勤工作做得怎

么样，体现出来的是人文主义的关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基于

个人层面的人文主义的关怀。这些现象体现出来的社会心理反

应，需要新闻生产者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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